旅美165天的感動
鄧煌發＊
壹、啟－－簡單清楚的生活
真誠感激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理事長，中央警察大學前校長，總統府國策顧問，同時也是銘傳大學專任講座教授的蔡德輝博士的推薦；並經中央警察大學謝校長與各級師長同意作者卸下總務長職，並以帶職帶薪的方式，於2007年2月底至8月初之間，遠赴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犯罪學暨刑事司法學院(College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擔任訪問學者(Visiting Scholar)，並在該校犯罪學暨公共政策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Criminology and Public Policy)從事有關以社區為基礎的犯罪預防專題研究(Research on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Community-Based Strategies)。
該校位於佛羅里達州的首府Tallahassee的市中心，而研究中心則位於該市的東北部辦公群落區域，作者則選擇環境幽美、靜謐、安全，卻位於該市東南方的佛大校友村(Alumni Village，簡稱AV)。卸下一身公務行政、家務煩累的疲憊，除網際網路外，幾乎斷絕了在台灣的高級科技享受的方便：沒有令人煩躁的手機催促，少了太座的愛心嘮叨，也沒有方便代步的汽車，但卻更能「享受欣賞」周遭人、事、物的悠閒；單獨一人依然清早六點起床，裝好自己隨意做的午、晚兩餐的飯盒，再趕搭第一班公車到研究中心，身處於偌大研究室裡，更顯形單影隻的寂寥。在研究室通常待上13個小時，然後再搭最後一班公車回到居住的村子，已是晚間10點半，該盥洗、休息的時刻矣！
這樣純淨、簡單，卻極其清楚的生活型態，是年近半百的作者所從無僅有的「享受」，鍾情於這樣式的生活，一如網路上黃明堅的短文《簡簡單單過日子》的Flash中所言：

※※※※※※※※※※※※※※※※※※※※※※※※※※※※※※※

既然生命只有一次。

我打算怎麼活呢？

如果一生只能選擇做一種人，

我想要做什麼樣的人呢？

我率性擺脫了繁重的差事，

只留下一份輕鬆的工作，

還留下很多很多時間給自己——
去讀書、去聽音樂、去散步、

去和家人說話、去睡大頭覺、

去盯著黃昏的太陽直直掉到大樓後面。

※※※※※※※※※※※※※※※※※※※※※※※※※※※※※※※
我望著西沈的落日，聽聽朋友的新生活、新計畫，

倒也發現，日升月落，

太陽底下其實沒有什麼新鮮事。

不論我們以為自己爬得多高，走得多遠，
我們所依賴的，永遠都不過是一些基本的東西。

太陽升起的時候，

我們看到誘人的成就、掌聲、金錢，

無盡的跑到牽出一程程美景。

太陽落下的時候，我們恍然明白，

可珍惜的無非只是健康、家庭、自己的興趣、三五個朋友。

正確的答案如此簡單，在太陽底下有多少人解得？

※※※※※※※※※※※※※※※※※※※※※※※※※※※※※※※

多，總是好事，多一點存款，多幾個赫赫頭銜，

學完繪畫，能再學音樂，去過歐洲，還惦記著非洲，
上完班，馬上又要鋪紙寫作……
真是手忙腳亂心煩，自己把自己支使得團團轉。

多，像一座衝天巨峰，實在很難攀爬，

我在幾番挫折之後，轉念一想，去瞄準「少」試試看，

「少」只是座土丘，低矮平凡也許容易些。

這以後，讀書時便想，「少讀一本吧！」

預備去看電影，也叫停，「這場就算了！」

學學書法，「插花放棄也罷！」

既然去過北平，「南京錯過也無妨。」

上完班，有點疲倦，「最近不必寫作，自己放假去吧！」

天地是這樣寬闊起來。

※※※※※※※※※※※※※※※※※※※※※※※※※※※※※※※

所有的好東西，都要在時間裡烹煮，等它成熟。

養孩子，要等。一瓶一瓶的奶餵下去，

一眠大一吋……。

唸書，要等。小學、中學、大學，

一道一道門檻……
做官，要等。五年一動，十年一級……。

其實，有時候等等也好。

不是為了等驀然回首的一個他，

等的只是自己。

等一個在時間裡漸漸成熟的自己。

※※※※※※※※※※※※※※※※※※※※※※※※※※※※※※※

我喜歡水晶。

那就是一種我真正想過的生活——
透明、純淨、沒有色彩，

有時連氣泡也不見一個。

並不容易吧！

那樣的生活是一個並不容易達成的希望。

奇怪的是，居然也從來沒有放棄希望——
希望過著簡簡單單、清清楚楚的日子。

這世界可能恆常是昏昏不明，以後也不會改變，

然而，我們還是可以力保純淨吧！

我們，和我們心中的水晶。

※※※※※※※※※※※※※※※※※※※※※※※※※※※※※※※

自由無拘束而自詡復聖顏淵般「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的儉樸，卻不失「無憂，不改其樂」的修道生活，這就是作者想過的生活：簡簡單單卻是清清楚楚的生活，一如沒有雜質的水晶一般！

這是約莫在6年前，也就是2001年，作者正為博士論文口試忙得團團轉、焦頭爛額之際，遠方的一位學生寄來了這封電子書箋。它已陪伴我平靜地度過多次的忿怨與憂傷；尤其身處距離家鄉整整半個世界，搭飛機(含轉機)平均也得花上24個小時之遙的他鄉異地，再一次瀏覽這小品文，搭配日本知名畫家涉谷陽子的插畫，而曲調優美的「遇見天空——溫泉」背景音樂演奏下，享受著對故鄉親友的思念，即使場域略顯孤寂、寧謐，卻依然沈浸在一生難得如此飽足、高峰的喜樂情境中。以如此「歡喜心，甘願受」的心境面對，說也奇怪，165天的日子卻在轉瞬間溜走了！
2007年8月11日晚，如期返抵國門，平安順利歸回思念的故鄉。身在台灣而心猶在美國的時差恍惚之際，感謝我們矯正協會蔡理事長要我將在美國的研究心得為矯正會刊堆砌一些空間。實際上，透過耕耘園地，發抒一下思念故鄉的遊子熱情襟懷，此其一也；希望對充填矯正會刊版面有所助益，此其二也；而更自私的想法是：「I am back! 我回來了！」可莫讓犯罪矯正諸位先進、後輩等家族忘了作者的存在，此其三也。因此，本文將或透過親身參與社會現象之觀察，或以專業研究的冷峻乏味議題，以表達內心真誠的感觸於一二。
貳、承──在美的見聞一二
1、 VT槍擊慘案對校園安全的衝擊
2007年4月13日下午受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犯罪學暨刑事司法學院資深教授Gordon F. Waldo之邀，同往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棒球場觀賞地主隊－－佛羅里達州立大學與客隊──維吉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Tech University, 簡稱VT)之棒球比賽；最後地主隊以15:2之懸殊比數大勝。

事隔2日有餘，亦即2007年4月16日晨，1位韓裔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大學研究生，先在宿舍槍殺2人之後，返回其宿舍錄製最後宣言之錄影帶，並赴郵局將之寄送美國知名電視台；之後，再從容進入該校校園教室內瘋狂槍殺正在上課的師生30人；最後兇嫌飲彈自盡。此震撼全美之槍擊案總計造成33人(含兇嫌)死亡，20餘人受傷的慘劇，創下美國校園槍擊傷亡最慘重的歷史悲劇，同時也震驚了美國白宮小布希總統。

表1  近年來美國大學校園發生重大槍擊案件一覽表

	時間
	地點
	事件概述

	4/16,2007
	維吉尼亞州
	韓裔研究生在宿舍及教室內開槍射殺師生，共造成33人死亡，20餘人受傷

	9/2, 2006
	西維吉尼亞州
	49歲父親進入校園內槍殺2位各26、24歲的兒子後自殺

	10/28,2002
	亞利桑納州
	40歲不滿被退學，兩度攜械進入講師辦公室，共射殺3位講師

	1/16,2002
	維吉尼亞州
	42歲輔被退學之研究生，持槍進入校園射殺院長、教授、同學各1人，並造成3位同學受傷

	8/28,2000
	阿肯色州
	36歲就讀博士班10年仍遭退學，潛入教授家並將之射殺

	8/15,1996
	加州
	36歲研究生就在碩士論文口試現場將3位口試教授當場射殺

	11/1,1991
	愛荷華州
	28歲物理系中裔研究生因未能獲得學業傑出獎，至系所大樓射殺5人並傷及2人後自殺

	8/1,1996
	德州
	男子在射殺其母與妻之後，再潛入德州大學校園瞭望台上以來福槍射殺14人，並射傷31 人


資料來源：美國聯合新聞(Associated Press)網頁，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9602378
表2  近年來美國中小學校園發生重大槍擊案件一覽表

	時間
	地點
	事件概述

	2/2,2004
	華盛頓特區
	17歲被害人因爭執，在校內遭同學(兇嫌)槍擊死亡

	9/24,2003
	明尼蘇達州
	槍擊兇嫌為15歲學生，造成同學1死1傷

	4/14,2003
	路易斯安那州
	校外幫派少年潛入校園射殺仇敵，致1死3傷

	3/5,2001
	加州
	不滿被同學欺凌，槍殺該2位同學

	2/29,2000
	密西根州
	小學1年級男生因與另1位女同學爭吵，憤而槍殺之

	5/20,1999
	喬治亞州
	15歲失戀學生，在心情鬱悶情況下，槍傷6位同學

	4/20,1999
	科羅拉多州
	2位年輕人潛入校園槍殺13位學生，並造成20人受傷

	4/16,1999
	艾達華州
	高二學生在校園走廊擊發2發霰彈獵槍示威

	5/21,1998
	奧瑞岡州
	15歲少年在家殺害其父母後，再到校內槍殺2位少年，並槍傷20人

	5/19,1998
	田納西州
	1位18歲優秀學生，就在畢業前3天，在校園停車場槍殺與其前女友約會之同班同學

	4/24,1998
	賓州
	1位化學教師在參加8年級學生畢業舞會上，當場被槍擊死亡

	3/24,1998
	阿肯色州
	13歲少年與11歲表弟設計圈套，在校園開槍射殺4位女孩與1位教師，並導致11人受傷


資料來源：Siegel, et al.,(2006),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ory, Practice, and Law, p. 284.

事實上，因為美國獨立建國以及西部拓荒擴張領土的歷史背景，正當擁有槍械的權利，成為其司法保護的對象，此特殊文化與世界其他絕大多數國家不同，台灣尤然。除此一重大槍擊事件外，美國校園發生槍擊以致傷亡之案件層出不窮，發生在大學校園之槍擊事件(如表1)，成因與中小學校園(如表2)不同，前者似乎與成績期許、表現有關，而後者則多起因於「雞毛蒜皮」、「你推我擠」的小爭執，或直接回擊而引發更大的暴力行為，或積怨伺機報復等；尤其常被「司空見慣」的霸凌行為(bullying or punking)有著極密切之關係存在(Siegel, et al., 2006:284; Malecki & Demaray, 2003: 169-178)。更確切的研究指出，槍擊犯因長期被霸凌、批評，遂產生復仇動機者，佔絕大多數(Anderson, et al., 2001; Vossekuil, et al., 2000)；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過去所發生之槍擊案，不論是大學，抑或小學、國高中，其主因均為犯罪工具(槍械彈藥)之容易取得；此一「機會便利」因素，所幸目前台灣沒有開放槍枝私人擁有的政策，但以後呢？

就目前而論，幾乎不可能在台灣各級學校見著學生攜帶槍械之事件。Callahan與Rivara(1992)之研究指出，美國學生攜帶槍械進入校園的情況，既是非常平凡而普通的一件事；主要是因為他們伴有其他各類之偏差：販賣毒品、傷害、鬥毆等行為，才會攜槍進入校園。另外一項在德州(Texas State)針對高中生的研究指出，超過半數學生曾經看過同學攜帶刀械進入校園；而見過同學攜帶槍械者，約為1/10；同時也發現超過1/5的學生自陳，唯恐自己將來會成為校園槍械的被害人(Brown & Benedict, 2004)。

與美國相較，當前生活在台灣社會的我們，是何等的安全與幸福？然而，值得警惕的是，與過去相比，目前台灣校園各類事件的質量發展趨勢，例如：霸凌事件、中途輟學、校園幫派、藥物濫用等，似乎有趨嚴重之態勢，亟需有關單位密切注意，及早研處有關防患於未然之措施。這些台灣當前較嚴重之校園事件類型，看似獨立，其實不然；校園事件相互之間具有互動關係與叢集現象。舉例說明，如霸凌事件可能會導致被害學生中輟，而中輟後的學生可能會增加藥物濫用之情況，藥物濫用的學生又可能被幫派吸收，更加劇其他相關負向行為的惡化……。

法國社會學家Durkheim曾經說過：「犯罪是社會無可避免的正常現象。」犯罪學家Tannebaum亦曾說：「犯罪是無法消滅的。」(蔡德輝、楊士隆，2006)，不管我們如何採取完善而有效的措施加以預防，犯罪事件依舊會發生在我們的生活周遭。適度、適量的犯罪，是社會前進發展的原動力；然而，如果因此不予控制而任由犯罪隨意發展，以往的安全、穩定的生活環境，將逐漸遠離我們以及我們的後代子孫。

但，在我們生活周遭，總是到處可見幼小男孩拿著玩具槍，指著這、瞄準那，口中不時發出模擬「噠噠噠…」自動機槍的聲音，儼然是一副「打擊犯罪的正義之士」模樣。作者憂心他們的未來……
當小朋友知我是警察時，總會一臉赤誠地問我：「鄧爸爸，你有槍嗎？」作者答說：「我有，但是我不帶槍出來。」他接著問：「警察跟阿兵哥，誰比較厲害？阿兵哥有長槍、有大砲、還有戰車！」在他眼裡當然是捍衛國土的國軍戰士比警察厲害。是嗎？不是嗎？

警察職司維護社會公共安全重責大任，工作對象常是作奸犯科、窮凶惡極，甚至罪該萬死之徒，但是，他們不是戰場上的敵人，他們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在學校上課時，老師都這麼教我們：「警察工作須本仁愛心，而非軍事所本的仇恨心；警察以服務，軍人則以殲滅為目的」，然而本來沒有坦克，也沒有很精良自動槍枝的警察，曾幾何時變了，變成「黑白兩道，武器競賽」的局面，當親眼目睹警察動用坦克與精良自動步槍，執行極具危險性的逮捕槍擊要犯任務時，作者心又在淌血……
最近，巧遇從事刑警外勤工作長達10年，現刻正在美深造的學弟某君，憶及過往均同曾在刑事局服務的經驗，兩人相談甚歡。他雖參與多次重大要犯逮捕任務，作者不敢置信卻也替他慶幸，因為他還未開過槍，作者期勉他自此以後都可以不用槍即可順利逮捕歹徒。然而，當國內各家私人保全公司代表疾呼合法擁有槍械權力，亦有學者高倡開放槍枝管理論調附和，甚至部分立法委員身受利益團體挾制時，嚴禁槍枝開放的正義防線到底能撐得了幾時？誰都不敢說。但，如果真有那麼一天，類似美國多起的重大校園槍擊事件，必然也會在台灣校園內發生。但在這之前，作者還是要問：「我們真的都盡力了嗎？」

參、轉──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犯罪控制概況

除時代潮流演變之時間因素外，空間也是影響犯罪控制措施變化的主因。雖然Cohen預測未來社會控制的空間設限在美國或所謂西方社會(western society)中，並未將東方國家囊括其中討論，除顯示跨文化之研究(cross-cultural studies)的侷限外，也是Cohen表達學者應有之謙遜襟懷。因此，先介紹美國各州當中，與台灣性質最為相近的佛羅里達州(Florida State)的犯罪控制現況。
一、隔離性社會控制措施愈見拓展

監獄之監禁刑為隔離性社會控制(exclusive social control)手段之主要代表，此一控制方式在歷經數十年之整合性社區處遇措施的衝擊下，依然屹立不搖，更出現許多監禁刑的新機制(new mechanisms)；自1985年迄今，隔離性社會控制仍是佛州犯罪矯正措施之主要核心(Blomberg & Hay, 2006)。

（一）從不定期刑至定期刑

除佛州之外，美國亦有許多州的司法審判有從不定期刑(indeterminant)轉向定期刑(determinant)的趨勢；這段期間(1985-2007年)，佛州所屬法院的判決依據是所謂的「精準判決」(Truth in Sentencing)，依此準則處理之下，致使佛州的監獄容額不敷使用而呈現過度擁擠的窘況，遂決定大量運用縮短刑期(gain time)與提早釋放(early release)的機制，以舒緩監獄人口爆滿之情況；並於1987年制訂各監受刑人提早釋放之法規，規定各監獄收容之人數必須低於法定容額(lawful limits)。此舒緩監獄人口的措施實施7年之後，亦即於1995年又立法規定限制之前的提早釋放措施，嚴密規定各監受刑人必須服滿原判刑期的85%之後方可出獄，此一嚴厲之執法規定沿用至今。

(二) 使用槍械犯罪之「10-20-無期徒刑」立法

1999年，美國佛州立法通過所謂法定最低量刑(mandatory minimum sentences)，作為使用槍械犯重罪者之量刑依據。該法嚴厲規定任何犯罪，只要動用槍械，將獲判10年以上之有期徒刑；如果犯罪人在犯案過程中，發現子彈已上膛，即可獲判20年以上之有期徒刑；若在犯案過程中，擊發槍彈並傷害任何一人，即可獲判無期徒刑至死刑的嚴格規定，此即所謂的「10-20-無期徒刑立法」(10-20-Life legislation)。其實此法還規定，在所有重罪犯行中，即使犯案時未亮槍，但只要犯罪人擁有槍械，即可獲判3年以上有期徒刑。自此法實施迄今之5年中，已有超過4,000人被量刑進入州級監獄服刑；其中獲判20年以上刑期者，甚至已超過600人(Blomberg & Hay, 2006:10)。

（三）監禁人口呈現等差級數的增加

1985年，佛州全州監獄服刑人口為28,310人(監禁人口率為2510/0000；亦即每10萬人口中，有251人因案於監獄中服刑)；1990年，全州監禁人口高達42,733人(監禁人口率為3250/0000；1990-1995年，平均在監人口再度提高為61,992人(監禁人口率為4380/0000)；1995-2005年，佛州所有監禁人口更高達87,659人(Blomberg & Hay, 2006:10)。

佛州不單監禁人口呈現等差級數方式增長，監獄數目亦從1985年的58所，增加至2005年的128所。此外，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全州耗在矯正機構的預算增長幅度，從1985年的3.4億美元，至2005年花費將近20億美元的預算，期間之增長幅度為470%，所耗費之公帑數額極為可觀(Blomberg & Hay, 2006:10)。

（四）教育感化處遇之矯正工作品質大幅滑落

自1985年至今，不單監獄人口、預算大幅擴增，監獄再度成為嚴厲、冷酷、懲罰之場所。受刑人每日獨居監禁於小坪數之舍房內達23小時，幾乎未施予任何稱得上的教化處遇措施，學者遂稱之為「超級」監獄(‘supermax’ prisons)(Mears & Watson, 2006; Blomberg & Hay, 2006)。其間為因應矯正機構收容人數激增窘境，轉而增建大型監獄的結果，迫使矯正理念從個別處遇(individual treatment)移轉至所謂的「結構處遇」(‘structured treatment’)，不再重視教化，而以維護監獄內秩序為矯正重心，教育、職業訓練計畫、毒品藥物治療等處遇措施之比重遂大幅減少。例如佛州在監受刑人經診斷為毒品犯者，卻只有不到20%的毒品犯可獲得正常的治療(Blomberg & Hay, 2006)。

（五）惟死刑幸未見擴大運用

Cohen強調死刑也是主要之隔離性社會控制手段，此一永久隔離係最嚴厲之刑罰手段。美國對於死刑之觀察，分從宣判死刑，以及執行死刑之人數而得。如圖1所示，1985-2005年之間，佛州每年宣判死刑者平均26人，即使1991年曾經一度高達45人，但近幾年宣判死刑人數介於10-15人之間；大體而言似乎有下降趨勢。至於執行死刑之人數，這段期間平均每年執行2人，雖曾於2000年一度高達6人，但整體觀之，似乎也呈現平穩之趨勢，並未見急起急落之趨勢。全美執行死刑之人數，近幾年平均數約在60人左右，但也曾在1999年飆到98人(Blomberg & Ha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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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1985-2005年美國佛羅里達州判決死刑與執行死刑人數趨勢圖

二、整合性社會控制措施亦趨多元化發展
上述美國的重視隔離監禁作為，卻也未輕忽整合社會之非正式社會控制(inclusionary informal social control)的多元發展策略；且美國民眾普遍期盼高度社會控制的文化，更促使隔離性與整合性社會控制手段形成密切互補的關係，兩者呈現出相得益彰而非1960-1970年代學者所稱之對立或互斥的結果。

（一）整合性社會控制類型之多樣化

整合性社會控制之典型代表為對犯罪人施以社區為基礎之監控措施，類型極為多元，例如重罪觀護(felony probation)、居家監禁(home confinement)、電子監控之居家監禁(home confinement with electronic surveillance)、行政觀護(administrative probation)、毒品犯觀護(drug offender probation)、性罪犯觀護(sex offender probation)、審前介入措施(pretrial intervention)、毒品犯審前介入措施(drug offender pretrial intervention)等，均是佛州目前實施的社區處遇類型。根據統計，接受上述社區觀護之犯罪人數，自1985年的73,866人，至2005年增加2倍達141,471人，同時期之監禁人口亦大幅提昇，一如前述；然而，1985-2004年，佛州整體之犯罪指數(rate of index crime)卻下降至38%，此一怪異現象令人玩味。

值得一提的是，佛州對於居家監禁的展延措施的開發過程。1980年代中期之前，佛州僅有1項替代監禁之社區處遇類型，亦即僅重罪觀護處遇而已。1983年，佛州開始實施審判新制度，並執行居家監禁計畫(Home Confinement program)，於犯罪人住居所內，全天24小時，持續至少2年密集監控的監禁替代措施，主要目的是為疏減日益擁擠的監獄人口，並當作成年犯監禁之轉向處遇；每位居家監禁官(Home Confinement officer)至多負責20位犯罪人，對象主要來自違反觀護、假釋條件而遭撤銷者，或觸犯非強制性之重罪(non-forcible felonies)者。接受居家監禁處遇之犯罪人必須遵守下列特殊條件(Blomberg & Hay, 2006: 13-14)：

1.每週至少向居家監禁官報到4次，已就業者則須每日報到1次。
2.從事義務性之社區勞務140小時以上。

3.除奉准就業外，必須在自宅監禁，不可離開住居所。
4.支付一定數額之賠償金(restitution payments)。

5.遵照居家監禁官之指示，自費支付尿液檢驗(urinalysis)、呼吸檢驗(breathalyzer)、血液樣本檢驗(blood specimen tests)等必要之檢查。

6.於日誌簿內記載每日所有活動，以備居家監禁官隨時查核。

7.遵照居家監禁官之指示，參與自我成長計畫(self-improvement programs)或相關課程。

8.對居家監禁官之詢問，必須誠實以告；並容許居家監禁官至住居所、工作場所查訪，或訪視雇主。

9.針對性罪犯之特殊個案，應主動向居家監禁官或法院出示詳盡之相關治療處遇資料。

（二）居家監禁電子監控設施之進步

1987年，佛州開始對高危險性之居家監禁的犯罪人附加電子監控設備，以加強監控與流程管理效能。早期之電子監控設備係採用無線電頻率(radio-frequency, RF)系統，受該處分之犯罪人必須穿戴電子安全儀器，另端與住所電話連接，兩端在一定距離內維持連續性頻率之收發，外加主動式中子反應警報系統(active tamper-alert devices)，所有受處分人之訊號均連結至佛州矯正局的中央電腦系統；犯罪人奉准離家上班，只要核對電腦之記錄與上班時間是否符合，即可得知有無違反觀護條件。當受處分人離開其住居所之後的下落，中央電腦根本無法獲得，是RF系統的最大缺點。

1998年，拜先進科技之賜，佛州開始引用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大幅增強居家監禁電子監控之效能，並可發揮確實掌握居家監禁電子監控犯罪人之確切地點、時間等行蹤資料。藉此高科技產品，提供居家監禁官不間斷、立即性掌控犯罪人的優點，尤其針對性罪犯之密集監控，更能發揮社區防衛功能，確保社區居民安全之生活空間。此外，根據學者之研究發現，RF與GPS的監控設施非但能發揮降低犯罪人再犯之機率，同時也大幅減少監控期間潛逃事件之發生；更可廣泛地應用在暴力、財產、毒品等各類型犯罪人之密集觀護工作領域(Padgett, Bales & Blomberg, 2006)。

三、先發式犯罪預防措施亦愈見廣闊

對可能滋生犯罪或偏差行為之空間、行為與個人的監控並防止其發生之一切措施，即歸屬於先發式之社會控制手段(preemptive inclusionary social controls)；即使其所囊括之範疇極廣，亦缺乏相關之量化評估研究，但最近20幾年來，此類社會控制措施的快速發展，學者甚至以「爆炸」(explosion)形容其盛況(Blomberg & Hay, 2006:16)。

（一）閉路電視監視系統的普及

先發式社會控制之設施、產品，可說包羅萬象，其中尤以閉路電視(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CCTV)為最，它提供銀行、倉庫、辦公處所、零售市場、社區暨公寓入口、犯罪「熱點」等區域全日無休之錄影監控(Welsh & Farrington, 2004)。浮濫使用的結果，即使滋生許多侵犯隱私等法律上的問題，但民眾對它的喜愛程度似乎未曾稍減。

（二）生物測定技術產品之廣泛應用

先進科技產品應用於針對如辦公室、學校、住宅區等特定場所的出入管制等監控設備也愈趨精良，尤其近年犯罪預防實務專家運用生物測定技術(biometric techniques)於相關防制措施，有愈來愈受廣大民眾歡迎的趨勢，例如：顏面辨認(facial recognition)、聲音辨認(voice recognition)、虹膜掃瞄(iris scanning)、視網膜掃瞄(retinal scanning)等，均將於人類日常生活空間中逐漸地普及化(Marx, 2005; Schuck, 2005; Tunnell, 2004)。描述2050年犯罪預防中心運作的電影《關鍵報告》(Minority Report)中的情境，似乎已悄悄地到來。

（三）條碼世界的玄機

針對某特定目的而設計的新興科技產品一旦問世，若發現它還具有另項特殊功能時，瞭解其潛在功能的科技人員常會順勢研發出另類產品，完全失去原來特定設計之目的或功能，這就是現代「監控悄然降臨」(‘surveillance creep’)的社會特性(Blomberg & Hay, 2006; Padgett, Bales & Blomberg, 2006; Marx, 2005)。美國的社會保險號碼(social security numbers, SS#)即是個顯例，當初的設計原意只是當作檢核薪資所得與繳納稅捐記錄的簡單用途而已，但現在卻變成替代身份證號碼(identification number, ID#)的功用，被廣泛地使用在借貸、消費、住居所更正等具有法律效力方面的用途之上。

條碼(bar code)的沿革發展也是另一個鮮明的例子。當初條碼的發明，只是為了方便一般商店控管貨品流量、防杜順手牽羊事件，最初僅止於平面、可見之簡單型式，最後卻逐漸複雜化其構造，將個人之血型、指紋、照片、身高，甚至DNA組態等生理特徵、健康狀況等化為電磁條碼型式，附加入特定之證件(身份證、駕駛執照、健保卡)上，當作管制、管理、監控、犯罪預防等多樣化用途，衍生出超過原始千百倍的功能。

（四）911恐怖攻擊事件後的緊密情資蒐集

2001年9月11日，美國本土遭受恐怖份子攻擊事件之後，政府實施急速、全面性的社會控制措施，此舉竟也受到崇尚個人自由、隱私權的美國公民支持，以全力對抗恐怖主義。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與國土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斥資5億美元強化各州、地方政府，超過70萬個警察機關情報蒐集的能力，將目標鎖定在可疑之恐怖份子、單車幫派份子、環境保護人士等對象；同時藉此加強各州、地方警察資訊整合的容量與運算處理的速度，只要涉及詐欺、勒索、電腦駭客，以及其他可能潛在的犯罪活動，這些資訊立即被傳輸至所謂「融合中心」(‘fusion center’)分析處理，其中當然包括與恐怖主義或犯罪事件無關的日常生活資料(Blomberg & Hay, 2006)。

（五）秘密機構統合力量的觸角

受到911恐怖事件之後的美國，行事如驚弓之鳥的戒慎恐懼；於2000-2007年間，即恐怖攻擊活動前後，作者曾多次出入美國之親身經歷，認為當代美國罹患所謂「集體性恐怖主義恐慌症候群」(作者將之直譯為collective terrorism panic syndromes, CTPS)；許多不合理的社會控制措施，均經由特定機構，暗地裡秘密地進行著。例如，就在911事件之後不久，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隨即與三大電信業者(BellSouth, At&T, Verizon)合作，調閱全美境內數千萬通之通聯記錄，包括毫無犯罪跡象的一般民眾的通訊也含括在檢查行列之中(Blomberg & Hay, 2006:18)。

同時也暗地運用所謂「資料挖掘」工程(‘data mining’ technology)匯集公私立部門所有資料，包括犯罪前科、結婚、離婚、財產所有權、個人財務等紀錄，統一進入各州反恐資訊交換(Multi-State Anti-Terrorism Information Exchange, MATRIX)系統即時處理，並立即轉換成個別之資料(Schuck, 2005)；後因支援經費短絀而轉由聯邦調查局、國防部、國土安全部等共同資援之區域資訊分享系統網絡(the Regional Information Sharing Systems Network, RISS.NET)以及其他秘密機構所取代。同時布希政府還廣泛地使用未經法院核發之所謂行政傳票(administrative subpoenas)直接擷取數百萬筆的跨國銀行交易記錄(Blomberg & Hay, 2006:19)。這些不光明之舉動，雖遭少部分人士大力反對，但絕大多數美國民眾不是被蒙在鼓裡，不然就是採取一貫「國家安全凌駕一切之上」的愛國態度，默默地支持此項學者Marx(2005:385)所言之「監控的胃口一旦被激起，即可能永無法滿足」(the surveillance appetite once aroused can be insatiable.)的命運。

四、嚴密的社會控制措施更受民眾普遍支持

當前美國社會不僅擁有上述官方正式的社會控制的極大能量，更廣泛地運用各種不同的新工程技術來達成；而社會大眾接受此類社會控制手段的意願也逐漸增強，而這就是美國政府恣意加強社會控制的最佳後盾。

（一）民眾同時支持隔離性與整合性之社會控制措施

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即使美國運用遠較各先進國家更為嚴厲的刑罰制裁，卻有超過2/3的美國民眾依然認為法院對犯罪人的判決還是不夠嚴厲；同時，約有2/3的美國民眾繼續支持觸犯一級殺人罪者應處以死刑。美國民眾除全力支持嚴厲懲罰性的刑罰措施之外，對於輕重程度不一，其類型繁多之中庸制裁措施(intermediate sanctions)，以及家庭諮商、毒品暨酗酒治療、教育暨職業訓練、社區勞務等以社區為基礎之教育感化措施，美國民眾同樣力表贊同(Cohen, Rust & Steen, 2002; Moon et al., 2000)。

（二）民眾支持政府反恐作為

美國國家安全局與BellSouth、AT&T、Verizon等3大電信業者合作，未經法院授權，即暗地從事監聽與恐怖主義無關之數百萬民眾之間的通訊，後經媒體、意見領袖、評論家等出面抨擊之後，布希政府只好公開說明，謂國安局此舉對電話之監控，僅止於與恐怖主義有關之國際電話，並未全面實施監聽等語，然而美國民眾對此一嚴重侵犯隱私權的回應卻出奇冷淡，依然保持緘默；進一步詢問民眾，如何在反恐加強社會控制與維護人身自由權兩者之間取得平衡，結果大部分民眾(至少40%，2001年12月之調查甚至高達90%)表示選擇站在加強政府嚴密社會控制的一端(Pollingreport.com, 2007)。

（三）控制文化的成形與茁壯

當一個社會充滿著對亂象和對他人邪惡念頭的恐懼時，絕大多數的民眾將會選擇接受來自政府嚴密的社會控制，甚至犧牲個人的基本人權亦在所不惜(Blomberg & Hay, 2006)，這就是美國平民百姓一直追求且逐漸成形、且茁長壯大的所謂「控制文化」(culture of control)，竟也形成美國的普世價值觀(Blomberg & Lucken, 2000; Staples, 1997)。

肆、合－－建構和平，代結語
一、和平建構犯罪學的具體展現：修復式司法

(一)修復式司法制度源自西方？
身為中華民族的悲哀，是黃皮膚、黑頭髮的外型？是鄉土與國家的認同危機？還是外交深陷困境到哪兒都要麻煩的簽證？都不是！而是我們盡情地拋棄我們共同祖先所擁有的，而一味地去模仿甚且敬仰歐美「偷學」我們祖先長久傳承下來的傳統與價值，夠悲哀吧！？也算是吧！從強盛的漢唐盛世，衰敗到宋朝的積弱不振，再到慈禧太后顢頇干政，使珍貴的傳統倫理道德價值不敵歐美的船堅礮利，至此中華民族本有的自信心更跌若谷底；更甚者，導致移民至台灣的現代年輕人，凝聚「只要不是自己的，就是好的」、「只要是留洋的，就是最上等的」的優勢、普世的價值觀；而這就是作者認為身為中華民族一份子的悲哀！

為什麼作者會覺得身為中華民族很悲哀呢？還沒到美國之前，犯罪學學術界「炒」得沸沸揚揚的「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幾乎所有學者把它捧上天，當作是拯救當今犯罪的一帖良方。的確，「修復式司法」一詞，對初學者而言，它真的很新鮮，新鮮到只要不是咱祖先的倫理道德等八股文就是好的，符合當下年輕人的口味；當初，「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不也是一樣？它新鮮、時髦到只要不推展社區警政的警察機關，就是落伍的、不好的警察機關；還有，摔角，本是依據動物本能自我防護的方式得來的傳統應用武術，但可惜它是咱們古早黃帝時代蚩尤專長的軍事技能，是我們的「固有傳統」，所以年輕人不屑學，還是學習日本明治時代將中國摔角術予以科學系統化的柔道比較有人懂。唉！
(二)修復式司法制度的梗概
「修復式司法」是個遠古時代普遍的概念，當時根本還沒有所謂犯罪的觀念，對於早已存在社會(應是準社會，當時可能還沒有真正的社會)之中背離叛道之人的稀奇古怪行為，他們關心的是「這個行為如何傷害我們的部落？它怎麼傷害到那個人(包括當今所謂的被害人與加害人本身)的？」；而不是現行司法制度所關切的「那個犯罪人該得到甚麼刑罰？他該如何處遇？」後者關切的焦點是犯罪人，核心價值是「處罰」，之後，社會仍有「恨」；前者的核心價值是「愛」與「同理心」，它所關切的是整個社會，甚至倫理道德價值的完整性，同時也顧慮到被害人損失的平復，加害人看到他損害於社會的以及被害人身上的，用最原始的「惻隱之心」自我反省之後，應該對該社會、被害人之補償，以及加害人的怨恨的弭平；否則，下次他還是會做出傷天害理的事的。邏輯思考就是那麼簡單，只要是「人」(當然包括犯罪人)，每個人心底深處原本都有這些，也就是「良心」(conscious)，沒有這些，就不是人了。

所以，修復式司法基本原則是：(一)對被害人賠償(restitution to the victim)、(二)對社區服務(service to the community)、(三)對被害人重建(rebuilding the offender)、(四)經由調解程序修復社區、加害人與被害人所造成之損害(repairing harm to the community, victim-offender mediation)(Sanborn & Salerno, 2005:445)。很有趣的是，其中一項措施叫「賠償」(restitution)，是一項非常古老卻仍存於當今社會的各項事物處理參考架構中。
記得嗎？我們讀小學時，是不是曾經因一時頑皮、好動，而造成某同學的擦傷卻致其放聲痛哭的類似案件？如果級任老師在場，隨即被處以「打手心、屁股」、「吃炒肉絲」或到教室外「罰站」等處分，這已經是運氣不錯的待遇，如果不幸碰到訓導主任，情況將更糟；還有更糟的，如果被對方的父母告到派出所！這些比較正式、更高層次的處置情況，並無法回復班級或學校和樂之氣氛，可能還會造成同學彼此之間互不講話，分崩離析的班級經營窘境；而正式的刑事司法處理程序不也常造成如此彼此不信任的情況？

當時如果我們立刻過去向受傷的同學說對不起；如果他還哭哭啼啼的話，我們可能就把鉛筆盒中還沒使用過新的香水鉛筆給他當作「賠償」；如果他還止不住哭，我們可能就把當初大家最引頸而企，可化解多少干戈為玉帛，也是最心愛的「統一麵」當作禮物給他，原則上他一定會破涕為笑，好像沒發生過那事一般，同學相處照樣和樂融融。這就是修復式司法中之「賠償」的最原始型態，也是最簡單、最常發生卻也是對被害人、加害人、社區三方面最好的處理方式。

閱讀相關文獻，在正式法院裁決程序時，首次利用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或所謂「無償服務」(unpaid service，跟年輕人要說具有東洋味的「無料服務」，他們才比較容易懂)措施的，是在1966年的加州Alameda郡，當作是對交通違規犯的制裁措施(Beha et al., 1977)，此一措施早已在各國普遍實施。還有首度利用所謂「審判圈」(sentencing circles)概念的是加拿大與美國境內的原住民(aboriginals,應該就是跟我們一樣種族的印地安民族)，作者似乎刻意忽略亞洲各民族，也都有相似類型的非正式審判制度，甚至至今還可在台灣、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其地理環境與世隔絕程度較大的社會群落中發現。該措施經過1991年在加屬Yukon領地(Canadian Yukon Territory)正式將審判圈納入其司法制度中之轉向處遇(diversion)；美國明尼蘇達州亦有法院引用此模式之司法制度(Saborn & Salerno, 2005:446)。

根據學者觀察研究發現，齊聚被害人、加害人、社區居民代表一堂，為修復加害人行為所造成之損害而舉行研商最適切對策的修復式司法之會議，具有下列四個模式 (Bazemore & Umbreit, 2001)：

(一)被害人、加害人調解會議(victim-offender mediation)：匯集被害人、加害人，與居中之調解人(mediator)等三者之會議，透過彼此間的互動、對話，從討論中糾正、修補加害人行為所產生之錯誤(right the wrongs committed by the offender)。

(二)社區修復委員會(community reparation boards)：類似歐美少年司法制度之青年陪審團(youth panels)、鄰里委員會(neighborhood boards)、社區轉向處遇委員會(community diversion boards)等運作型式，法院授權予社區居民代表之委員，透過委員對成年犯之訪視，其間亦可能有機會齊聚被害人、社區居民與加害人當場面談；在經過法院同意後，委員可下達處分命令，並監控加害人承諾之履行的進展情況。

(三)家族會議(family group conference)：將受到犯行影響之人：被害人、加害人、雙方親友聚集一起開會研商，經過先與各家族諮商意見後，再從此一大型會議宣布最後之決定。

(四)審判圈會議(circle sentencing)：成員包括被害人、加害人、雙方親友、法官、警察、原告、辯護律師，以及其他有興趣之團體，會中開放讓想說話的人暢所欲言，最後匯集有關修復被害人之過程，以及加害人應得之處分的共識(consensus)。

有些研究發現，以這些模式運作之後的司法結果，使參與會議者對此制度運作表達高度之滿意度(satisfaction)與信心(confidence)，並一致期許能更廣泛地運用在成年刑事法庭及少年法庭審判業務上(Smith, 2001; Smith & Lombardo, 2001)。此情況似乎顯示歐美西方國家，運用東方早已存在的「崇尚和平民族」的「修復式司法」計畫於少年或成年事件之處理，初步驗證結果都傳來好消息，這可以增加我們炎黃子孫的自信心一些吧？！

二、對當前台灣刑事政策之我見

(一)留意刑罰趨嚴為台灣社會帶來沈重的後果

台灣近年來，尤以2003年之後的警察逮捕行為似乎有上升趨勢；加上法院判決監禁刑之比率上升，而社區觀護處遇之比率減少；又期滿釋放之出獄人增加，而假釋出獄之人數漸減等因素影響下，強調刑罰嚇阻的意味逐漸濃厚，此勢必影響犯罪人各項矯正感化之品質，及早思患預防，統合警察、法院、矯正、觀護、社區等力量，全力改善受刑人回歸(prisoners reentry)社會之各項配合措施，以防衛社區之公共安全。
2007年間，為展示政府寬大胸襟，配合抒解監獄擁擠之實況，特別施以減刑措施，未料發生某一甫自監獄減刑出獄的更生保護人打死台大教授之慘劇，而這事件僅是政府長期「重偵查，輕矯正」政策冰山之一角，加上犯罪矯正實務界龍頭的矯正司長難產過程等，如果依然還是如此輕忽刑事司法的最後一道防線－－犯罪矯正，未來現收容於各矯正機構平均約5萬之收容人，99%終究還是要回歸我們居住的社區之中，他們能否順利回歸社會？或對社區造成無情反撲的衝擊？端視政府的反省作為！因受刑人回歸問題涉及許多專業領域，將另為文說明，在此歉不贅述。

(二)建議以「斷念」積極過程與結果，替代「累、再犯」之消極統計方式

遍覽相關研究文獻，對於評估矯正感化或刑罰嚇阻效果之標準，幾乎都以再犯率(the rate of recidivism)為指標。作者認為以此評量標準，有其不公與隱憂存在。其一為惡化出獄人回歸社會之可能；其二為嚴密監控出獄人之作法，本身即存在著研究之偏誤。前者在犯罪出獄人認知「反正大家都認為我將再犯」的預期心理(expectations)作祟，極可能產生標籤效應而再度以自我實現預言方式，以再犯罪方式給社區其他人一個既定的交代，因此益加深其回歸社區之困難。後者針對假釋出獄人觀護處遇，在規定期限內，必須向觀護人或假釋官報到，嚴密監控結果，致使被發覺再犯的機率，當然遠比未施以類似觀護處遇之犯罪人(犯行未被發覺)或一般人之再犯率為高。

例如，一項研究指出，只有約1/3的假釋人認為觀護期間的監控措施可以順利克服回歸社會所遭逢的種種障礙，未再返回犯罪之途；在出獄一週內即違反假釋附帶條件之規定者，竟高達55.6%；限制接觸藥物、酒類之特別假釋人，出獄後一週內即飲酒者也超過2/3；至少使用一種違禁藥物者也高達61.4%(Zamble & Quinsey, 1997)；據以下如此之結論：出獄假釋人在觀護處遇期間的犯罪率極高，這是所謂的真實犯罪(true crime)嗎？然而未接受觀護處遇之出獄人犯案可能更高，卻因為無觀護人或假釋觀之監控、檢驗，而倖免被發覺之厄運。

此一直單以再犯率為評估矯正功能之作法，本身有研究方法上的謬誤與制度的不公平性。因此，不禁要問：難道一定得以再犯率為監獄教化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嗎？除了再犯率之外，沒有更合理、公平、妥當的方式嗎？作者相信有更客觀、公正的標準存在。就作者短見，結合心理之「不願」，以及的外在環境的「不能」，最後在加上外顯行為「持續性」，發現有所謂「斷念」(desistance)最能代表受刑人出獄之後，「真正」不再犯罪的過程與結果；而非「累犯」、「再犯」等僅只以消極的法律規範遏抑，可去除執法偏差等最為人詬病之缺失。「斷念」涉及層次極為廣泛且深入，作者將另為文詳細說明，在此暫不贅述。

(三)統整刑事司法體系與社會福利體系力量，全力執行社會公共安全任務

社會民眾對政府司法部門的期許雖各有不同，但根據Anderson與Newman(1995:72)的研究結果指出，提供完善之社會控制是其中最重要者；此一民眾之期許，需靠刑法、執法以及刑事司法相關部門通力合作，全力為民眾尋求最佳之犯罪預防與犯罪控制；因此，偵查、逮捕、起訴、監禁，甚至包括犯罪人出獄後之更生保護工作之達成，方能防衛社區安全、有效嚇阻犯罪，進而完成犯罪預防與犯罪控制的目標。
一味贊同矯正感化功能，也將陷入否定刑罰嚇阻效果的窠臼。最後，套用中國前國家主席鄧小平有句通俗話語：「不管是黑貓還是白貓，只要會抓老鼠的都是好貓。」犯罪預防的目的是防衛社區安全與維護社區秩序，是政府責無旁貸之任務，更是刑事司法部門追求之目標；深植在作者內心的想法：「不管是刑罰嚇阻還是矯正感化，只要能發揮犯罪預防效果的，都是好的策略。」

三、其他感觸與悸動
看到深具「東方禪學哲理」內涵的「修復式司法」在美國傳來的捷報，作者內心一陣狂喜之後，理性捺住了感性，即使現身處遙遠的國度，即使已近半百老翁，仍有藉此文發抒狂熱感想的慾望，希望犯罪矯正所有家族成員能深刻體認修復式司法核心價值：「愛與和平」對台灣世間的重要性。此外，作者還有下列幾點呼籲：
(一)建立「堅實自己固有文化基石，採摘外來移植文化輔助」的留學觀

有一次私下與留學某國的法律學者談論到某一校園事件的處理，作者深感身為炎黃子孫的無奈。因為他說他最痛恨運用倫理道德那種不著邊際、不符實際的方式來達成社會控制，必須運用嚴謹的律法處理，此當場令作者啞口無言！其實作者心中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慶幸教育力量真偉大，它真的能夠徹底改變一個人，他即屬一例；憂的是他是黑頭髮黃皮膚跟作者一樣的炎黃子孫，以前數十年的傳統價值點滴而成的為人的基本：倫理道德，竟如薄紙般易破，竟敵不過5年的留洋改變；我固有傳統道德真不堪一擊，可悲呀！
後來作者才知道，他本來就沒有很強的國學基礎概念，雖然外型看似非常保守，極盡「冬烘先生」之雛形，但骨子裡卻懷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道統的價值體系，本在動搖的固有文化價值觀在出國受外來文化洪流衝擊之後，當然原本的炎黃子孫的模樣與氣息消失無蹤，但是，他變成外國人了嗎？他仍是中華民族成員嗎？似乎都不是！作者稱之為「文化人格分裂症」，這將是他餘生的悲哀。
獨在異鄉為異客的當兒，偶然上網聽到台灣知名歌星詠唱的一首歌，心中感動異常，歌名叫「送你一把泥土」，聽過的應該知道內容與令人感動的地方在哪？因此，想出國留學的各位，先鞏固自己已有的固有文化價值體系吧！不然，會很容易迷失自己的。這是咱們永遠無法改變的事實，承認它！體會它！敬仰它！然後再具以比較它！你將發現咱們先人的智慧竟是那般可愛與偉大。
(二)只有人才能解決人為的紛爭事務
人與人之間必然發生的紛爭問題，尤以犯罪問題為最，當今唯一想到的是利用司法訴訟途徑尋求解決，但最後結果似乎無法如初願，導致當事人彼此猜忌對方送給司法機關「好處」，非但被害人不信任司法，加害人更是仇視司法，不利情況再繼續發展下去，可能會引發更大之暴力事件。難怪乎先父生前千嚀萬囑，叫作者千萬不可去當法官，當老師最好！作者永遠記得他常說的一句話(客語)：「官司好打，狗屎就好吃！」；既然紛爭事務是由人所造成，「解鈴需得繫鈴人」，當然非得靠人去解決不可，雙方當事人，與社區公正人士代表，一如修復式司法之模式，藉諸當面、多元、和平方式，平息各方的不平之氣。
台灣以往把表現良好的律師稱為「訟師」，如果表現不好的律師，就會被稱為「訟棍」。律師在美國的社會地位並不高，被看做像是台灣的訟棍般。因為少數律師的行徑變成壞了一鍋粥的老鼠屎：一切往錢看，錢給得愈多，勝訴的可能就增加，所以給社會的普遍觀感不好。台灣的律師社會地位，似乎也有漸走下坡的趨勢，應特別留意其職業倫理的涵養與實踐。
(三)縮減致命的警械使用範疇與預算，先創社會祥和之氣的開端
隔一段時間，美國社會總會傳來駭人聽聞的校園槍擊暴力事件，致使許多無辜師生性命無謂犧牲，慶幸這些事件不是發生在台灣。雖然兩國之少年暴力事件，致令相關單位無不極力研擬因應對策，作者慶幸我國校園尚無槍擊暴力濫殺無辜之事件發生，主因在於我國嚴密管制槍枝之策略成功，而美國卻是開放槍枝管理之自由社會，犧牲無辜生命就是為自由付出的代價。

國內部分保全業者，甚或自由派社會運動鬥士，無所不用其極地呼籲政府開放槍枝管制措施，作者認為此舉萬萬不可外，亦提出應大幅縮減對易奪人性命之警械的採購與使用之議，因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適當運用警械固然能發揮保護己身與良民而拒斥莠民之效，但使用不慎卻會引來不可回復的不幸事件。而為機關爭取高度預算添購設備是個人領導魅力之最佳展現，本無可厚非，但獲取之經費可用於高層次之教育訓練、學術研究或其他增進同仁福利等積極面；添購取人生命之警械，反會導致「黑白兩道武器競賽」之惡性循環中，助長社會暴戾之氣。警察維持社會秩序方式極多，為民眾再造祥和之生活空間之使命，如何從動輒全副武裝，好像趕赴戰場般的勤務策略而能達成？
(四)政黨應不分藍天還是綠地，說句對方陣營好話，給對方陣營「愛」，還我美麗之島
每次出國開會也好，觀光也好，總會在回程準備降落於桃園國際機場的飛機上，心底自然發出喟嘆：唉！又必須無奈地面對政局紛擾不堪、不適合正常人居住的台灣生活空間了！

這種充滿敵意的意識型態之政黨爭鬥，在一個彈丸之地：台灣發生，具有非常容易發酵卻難疏散的特性。一個到現在仍然受外國人讚頌而稱之為「美麗之島」(Formosa)完整而美麗的台灣島，實質上似乎已經分而為二：以濁水溪為界的南北兩半，悲哀啊！作者觀察發現，國內實力難分軒輊的兩大陣營，如果各方最高領導能夠像修復式司法內涵一樣，願意向對方說句好話，稱讚對方政策的好(其實大部分的政策都非常好)，或許一切就變得不一樣了，但可能嗎？誰先示好，似乎誰就會被先踢出所歸屬的陣營，作者認為台灣人為爭權奪利，而普遍罹患「愛」缺乏症候群，眼光短淺外，兼具心胸狹窄的「小眼睛、小鼻子」的民族性，相互「怨懟」，相互「撕咬」，相互「對立」，想想又何必如此辛苦來哉？
(五)媒體工作者與民眾快拿出「同理心」看待周遭，再創社會祥和之氣
這種台灣人必須無奈地面對這些紛擾不堪的生活環境，是立法委員或民意代表所造成的嗎？不盡然，還有可能的原因是病態媒體為迎合病態社會的大眾的病態需求吧？！一味地挖人的傷疤，溫暖心窩的好人好事絕不報，除非他在頒獎台上不小心摔倒，或突然失去常態的舉動(當場抗議)，才會獲得媒體的青睞。
看看最高民意機關的立法院神聖殿堂上，立法委員是代表人民監督政府行政的高水準、社會菁英份子(elites)，如果委員很努力地蒐集各方資料，勤於問政，媒體會報導嗎？如果委員突然拿一把刀自裁，或點燃皮箱的物品，或摘除領袖肖像，或表演全武行，媒體又會如何處理？這種「報憂不報喜」的病態風氣，為什麼他國可以「合乎情，止乎禮」地「點到為止」，報導能夠帶動社會向上提昇的原動力的人性好的一面呢？是媒體單方面造成的嗎？所以作者右必須說，台灣人普遍罹患「同理心」不全症，所以，台灣民眾的「扒糞」心態應先做調整。
返台後，又有一遠方學生寄來一封電子書箋，除悅耳動聽得扣人心弦的音樂外，再配上一首名為「登歸途」的詩，就當作本文作者的心境吧！詩的內容是：

悠悠萬世行，尋他千百度；緣者登歸途，法光散迷霧。

慧者心自清，苦中樂常駐；俗世洪流醒，方驚天地殊。

～完～






＊ 鄧煌發，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秘書長，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專任副教授，該校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理事、海峽兩岸法學交流協會創會理事、美國佛佛羅里達州立大學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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